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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上半叶至建国初期苏联法学在中国的译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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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活动是复杂的文化交流活动，社会文化环境、政治因素、翻译动机等都会对翻译活动产生影响。

在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时期和建国初期, 苏联法学通过著作和

文章的翻译这一途径进入中国,为中国革命政党所接受，成为中国法律体系构建的重要借鉴。考察这段历史

对当今的法律翻译活动乃至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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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翻译活动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一直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它在源语社会和目标语社会

之间架起一座交际的桥梁，促进各名族之间的交流和进步。正如张柏然教授所言：“翻译是

人类的一项文化交流活动，它试图跨越不同话语传统，使各民族的思想和文化得以沟通与交

流。”（2002：220）翻译活动既有语言技术层面的符号转换即文字变换，也包括文学审美

层面的意义再生，还涉及更深层次的文化交际，即翻译的社会文化性，以及翻译活动进行的

意义。因此可以说，翻译活动是一项复杂的文化活动，其进行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社会

文化环境和政治因素、翻译动机和翻译观念、语言关系以及译者的个人能力等，都会对翻译

活动造成影响, 在特定时期，社会文化环境、政治因素及翻译动机对翻译活动所造成的影响

尤为显著。 
从二十世纪初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 50 年代，中国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此过程中，前苏联对中国社会的变化可谓影响深刻。无论是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时

期，还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时期，或者是新中国建国后的 50 年代，苏联政治

法律制度对中国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这个历史时期，大量苏联法学理论通过著作和文章

的翻译这一途径被移植到中国，为中国革命政党所接受，成为新中国法律体系构建的重要借

鉴。本文拟对这一时期苏联法律在中国的译介历程进行梳理和反思, 并对苏联法律在中国译

介的特点加以概括和总结。 
 

二、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1912‐1925）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从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建立共和国而斗争开始的。

孙中山先生经过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最终认识到“吾等欲

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 方有成功的希望。” 他决心向俄国的各种制度学习。 
1917 年底，孙中山特任王孰闻为西北利亚调查专员赴俄国考察，又在 1918 年通过留俄

的张西曼了解苏俄革命的情况。王孰闻和张西曼在苏俄学习期间收集和翻译的有关政府机关

的许多重要文献，对孙中山进一步了解苏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赤军制度是孙中山及国民党人较早感兴趣的苏俄体制，他命令朱执信翻译了列宁颁布的

苏俄《劳动军法规》，对“兵的改造”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要以苏俄的劳动军为楷模，建

立一种“能有主义的、有希望”的军队。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效法苏联的集中体现。1924 年 1 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宣言, 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改组国民党成为工人、农

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这次大会的形式和规程都是仿照俄共(布) 方
式, 会议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总章》中关于会议制度、上下级关系、组织设置、各级职权范

围及纪律制裁等项规定, 也全面仿照俄共(布)党章的内容。 
除了孙中山及其领导的中国国民政府外，当时国内的一些有识之士受“十月革命”的影

响，对苏俄的政治法律制度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译介，如吴山编译的《俄宪说略》（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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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创始人之一李达翻译的《劳农俄国研究》（1922）；邓毓怡根据英文或日文转译的《欧

战后各国新宪法二编出版》（内含苏俄宪法, 1923）；北洋政府驻伯力总领事裘汾龄翻译的

《俄罗斯苏维埃社会联邦共和国劳工法》（1924）和《苏维埃社会主义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刑

法》（1924）等。虽然当时对苏联法学著作的译介数量并不大，但这对苏俄法学思想在中国

的传播都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时期（1921‐1949） 
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时期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权各阶段的法制建设中, 学

习和借鉴苏联的做法和经验, 一批同时期的苏俄法律被翻译和介绍到中国。中国共产党人把

苏联法制建设经验创造性地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广泛开展了苏区法制建设，先后颁布了

宪法大纲、土地、经济、劳动、婚姻等一系列法律、法令、条例和训令; 创立和完善了司法

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卫局、临时最高法庭和各级裁判机构等人民司法机关; 制订和规范

了公开审判、便民诉讼等一整套司法制度。 
土地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斗争的一项核心内容，列宁关于农民土地问题

的思想和苏俄土地立法经验深刻影响了创建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土地立法。1917 年通过的由

列宁起草的《土地法令》和 1926 斯大林所作的报告《论中国革命前途》被翻译成中文后，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内部得到了讨论和传播。1927 年中国共产党在“八七会议”

上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的方针, 并提出“土地国有”口号。这年 11 月颁布的《中国共产党

土地问题纲领草案》规定:“一切地主的土地无代价地没收, 一切私有土地完全归苏维埃国家

的劳动平民所公有。” 该完全移植了苏联《土地法令》的精神。 
在被翻译和介绍的苏俄法律中，有关政权组织制度的译介最为突出。中国共产党根据马

列主义关于国家和法的学说, 仿照 1918 年和 1924 年苏联宪法, 1931 年经中华全国苏维埃

代表大会制定和公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这是中国历史上人民立宪的最初尝

试, 也为后来的民主宪法提供了经验，其政权组织完全仿效了 1918 年苏俄宪法的规定。1936
年苏联颁布了新宪法，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张仲实根据这部新宪法编译

了《苏联新宪法研究》（1937，1944）。吴清友根据这这部宪法编写了《苏联政制》一书（1945）, 
在序言中他写道：“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是根据于希望，法西斯国家的政治却根据于恐惧。社

会主义国家的胜利，增加对于平民的信任；由法西斯主义表现出来的资本之失败，就需要对

于平民的压迫。苏联社会主义的成功愈完全，所给予平民的自由也愈广大。但是法西斯国家

的胜利愈完全，对于人类人格尊严的攻击却要愈坚决。”苏联新宪法在国内的传播，对于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权和解放区政权各项法律文件的制定都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如何在法制的框架内镇压反革命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前后革命政权的一项重要内

容。在参考苏俄刑法的基础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借鉴苏俄肃反经验制定的

刑事法规的主要内容，于 1934 年 4 月公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该条

例以苏俄刑法为蓝本规定了反革命罪的概念，即凡一切图谋推翻或破坏苏维埃政府及工农民

主革命所得到的权利, 意图保持或恢复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者,不论用何种方式都是反

革命行为。同时，条例还具体规定了反革命罪的种类和刑罚原则。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

期，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革命实际，修订和发布了一些新的刑事政策和规定。 
为了推动妇女解放运动，保护妇女和儿童权益，中华苏维埃政府在学习和借鉴苏联婚姻

法的基础上，于 1931 年和 1934 年相继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和《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婚姻法》。这两部条例的颁布，为废除几千年的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创建新型

的婚姻家庭制度奠定了基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有关苏联婚姻家庭制度的译介还

有《苏俄妇女与儿童》 (H. Harmsen 著，袁文彬译，1934 版），《苏联妇女的地位》(谢烈

布林尼柯夫著，厂青译，1937)，《苏联家庭婚姻与母性》 (斯维得洛夫著，张亦名译，1948）
等。 

除上述外，在这一时期，有关苏俄劳动制度、经济制度、财政制度、工会制度、教育制

度等法学书籍也先后被翻译和介绍到中国，如《苏俄劳动法典》（1924）、《苏联经济政策

及社会政策》（施复亮, 钟复光合译，1930）、《苏俄政治制度》（施估量编译，1929、1932）、
《苏联人民的劳动权与休息权》（ A.帕雪尔斯特尼克著，焦敏之译，1946）、《苏联经济

制度》（陈伯庄译，1947）、《苏联教育制度》（E.N.Medynsky，庄季铭译，1947）、《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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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的计画农业》（张一凡编译，1948）、《苏联劳动立法原理》(柏休斯德尼克Пашер

стник著，高祁孙译，1948）、《苏联公民的财产权》（雷帕茨克尔著，朱文澜译，1949）、
《苏联财政》（焦敏之编译，1949）、《苏联财政制度》（М.И.Боголепов著，

吴清友译，1949）、《苏联总工会关于工会组织工作的各种决定》（胡济邦译，1949）等。 
中华苏维埃政权在成立之初深受苏联革命经验的影响，苏联的法制建设成果是中华苏维

埃政权唯一可以学习和借鉴的源泉。在抗日战争时期, 尽管条件异常艰苦，中国共产党人也

没有放弃对苏联法律的学习，延安翻译出版的苏联法律今天依然可见。（何勤华，2010: 225）
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苏联的法制建设经验进行了创造性

地吸收和改造。总的说来，这个时期对苏联的法律制度主要是进行介绍，不够系统，缺少具

体研究。（何勤华，2010: 226）真正大规模学习和引进苏联法学是在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

后。  
 

四、新中国成立后的 50 年代（1950‐1959）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多种原因, 中苏关系全面热化。毛泽东在 1949 年 6 月 30

日所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明确指出, 总结中国共产党 20 多年来的经验, “深知

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 必须一边倒”，即倒向苏联。其结果就是从建国后至 50 年代中叶, 中
国法制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进入了全方位向苏联学习的阶段。一方面, 国内主要法律院系和法

学研究所分别派出不同人数的留学生赴苏联学习法学。另一方面, 中国政府邀请还请苏联法

律专家来中国, 参与和指导中国政府的立法、司法工作, 从事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 帮助中

国加快培养法律人才。在一段时间内，苏联法学专家走上了中国大学法律院系的讲台，中国

的法学教授和教师们也兴起了一股向苏联专家学习的热潮, 中国法学界开始翻译和引进苏

联的法学理论(包括教材、著作和论文)。这些理论涵盖从国家与法的基础理论、宪政理论，

到国际法、刑法、民法、司法制度等各部门法。 

在国家与法的基础理论方面, 以苏联检察总长维辛斯基为代表的“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

志,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观点首先引起中国法学界的重视。《苏维

埃国家法》（A. N.维辛斯基主编，莫斯科 1938）、《苏维埃国家的法律》（K. A. 阿尔希

波夫著，莫斯科 1925）、《国家和法的理论》（C. A. 格隆斯基和 M. C. 斯特罗果维奇著，

莫斯科 1940）、《国家和法的理论问题》（A. N.维辛斯基著，法律出版社 1955）等相继被

翻译成中文。维辛斯基提出的关于法的著名的定义（法是以立法形式规定的表现统治阶级意

志的行为规则和为国家政权认可的风俗习惯和公共生活规则的总和, 国家为了保护、巩固和

发展对于统治阶级有利和惬意的社会关系和秩序, 以强制力量保证它的施行）。这一定义, 随
后影响了中国法学界近四十余年, 一直到 90 年代初期, 法学界还有人以此定义作为衡量是

否马克思列宁主义法学的标准。 

苏联法学译介的影响最为明显的是我国宪法的制定。在制宪的指导思想上, 我们明确了

要学习苏联。在起草讨论宪法时, 毛泽东给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开具的参考书目包括苏联的

历部宪法及斯大林《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 并强调每个宪法起草委员会成员都要熟读苏联

宪法。在这一阶段，以《共同纲领》的贯彻实施、1954 年宪法的制定和实施为基础，我国

法学界在借鉴苏联法学理论的基础上，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苏联宪法制度和理论。据不完全统

计，从 1949 年到 1956 年，国内共出版宪法书籍 344 种，其中著述 206 种，资料 138 种，同

时还发表了大量的宪法论文，内容涉及苏俄甚多，代表作品如许崇德撰写的《列宁对资产阶

级宪法的批判》、肖蔚云撰写的《列宁对考茨基、弗兰克宪法观点的批判》。（陈甦,2009：

37-40）这些书籍和论文涉及苏联宪法总论、宪法史、选举制度、国家机构、民族区域自治、

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等。 
在国际法方面，中国认同了苏联学术界创立的以列宁和斯大林关于国际法的学说，将它

作为参与外交活动和从事国际法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1950 年 10 月, 中国翻译

出版了由 F•I • 柯席乌尼科夫编著的《斯大林论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内容都是对斯大

林有关国际关系和外交活动意见的阐述。1951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F•I • 柯席乌尼科夫的国

际法著作《国际公法研究提纲》（中国人民大学研究部编译室翻译），内容涉及现代国际法

的几乎所有基本问题。1955 年 10 月, 法律出版社将《苏联大百科全书》中的国际法和国际

私法部分翻译成中文, 单独出版了《国际法、国际私法》，该书对当时中国的国际法学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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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不小的影响, 成为新中国国际法和国际私法概念的经典表述。苏联国际法的基本理论, 
不仅成为当时苏联处理国际事务的指导思想, 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中国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一系列原则, 如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 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 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以维护世界和平, 反对帝国

主义的侵略和战争包括局部战争, 积极开展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和合作, 利用帝国主

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开展与对我友好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交流, 等等, 
可以说都是在上述列宁和斯大林的思想的影响下提出来的。 

在刑法方面，50 年代翻译和引进的苏联刑事法规最系统的是 1953 年由中央人民政府法

制委员会编印的《刑法资料汇编》（1-2 辑）。此两辑资料汇编几乎网罗了 50 年代以前苏

联各个时期的所有刑事法典和法规、法令。虽然这个时期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也翻译汇

编了各人民民主国家以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刑法典，但苏联的刑事法规最多、最全。除苏

联刑法典、相关刑事立法资料外，50 我国年代还翻译出版了大量的苏联刑法著作。其中，

大东书局于 1950 年出版的《苏联刑法总论》（上、下册）及法律出版社于 1955 年、1956
年分别出版的《苏维埃刑法总则》、《苏维埃刑法分则》，因由权威机关编著，且内容详尽

和系统，因而不仅在苏联本国有较高的权威性，而且翻译成中文出版后在中国也有很大的影

响。此外，1956 年创刊的《政法译丛》是当时专门刊载外国法论文的较有影响的杂志，发

表在该杂志上的大多是苏联法的译文或者是与苏联法有关的文章。其中，苏联学者撰写的刑

法方面的文章就有《共同犯罪学说的几个问题》、《关于预防犯罪的问题》、《苏维埃刑法

中的缓刑》、《苏维埃刑事立法编纂的基本问题》等。苏联刑法学家特拉伊宁的专著《犯罪

构成的一般学说》于 1958 年被翻译过来并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关于犯罪构成

的基本理论对中国刑法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现行关于犯罪构成四要件的理论通说就

来源于此。（陈甦，2009: 45）通过翻译苏联刑法法条及有关的刑法论著，苏联的刑法系统

地展现在中国的理论界之前，直接影响了当时中国法学界关于刑法学观念和理论的形成。 
在民法方面，1949 年前的全部民法教材均遭废弃，法学教育直接采用苏联民法教材，

请苏联专家授课。（何勤华等，2003：25—26）1957 年中央政法干校编著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基本问题》（法律出版社，1958），是新中国出版的第一部民法教材，它基本上是

在参考苏联民法理论的基础上编写的。（陈甦，2009：49）在这一时期，民法学界翻译了大

批苏联民法著作，这批著作主要有：《苏俄民法典》（郑华译，法律出版社，1956）、《苏

维埃民法》（坚金、布拉都西著，李光谟等译，法律出版社，1956）、《苏维埃民法》（布

拉都西著，中国人民大学民法教研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5）、《苏维埃民法》（克

依里洛娃著，法律出版社，1957）、《苏联民法对社会主义财产的保护》（维涅吉克托夫著，

谢怀栻、李为译，法律出版社，1957）、《苏维埃继承法》（安吉莫诺夫、格拉维著，李光

谟等译，法律出版社，1957）、《债权法分论（关于几种债的研究）》（安奇莫诺夫等著，

王明毅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7）等。大规模翻译苏联民事法律和民法学著作，邀

请苏联专家来华介绍苏联民事立法经验并在各法律院系任教，以及派遣留学生到苏联学习法

律等，最终使中国移植了苏联以单一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梁慧星，2007：10） 
为完善中国的司法制度，中国当时翻译出版了大量的苏联和其他东欧“人民民主”国家

的民事和刑事诉讼法典。翻译出版的苏联司法制度方面较为重要的教材和专著中影响较大的

有张君悌译《苏俄刑事诉讼法》（新华书店，1949）、《苏联律师制度沿革》（吴大业译，

陈忠诚校，大众法学出版社，1950）、《苏联诉讼法纲要》（徐步衡译，大众法学出版社，

1951）、《刑事诉讼法(上、下)》（切里佐夫著，中国人民大学刑法教研室译，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1953）、《苏联法律学校法律专业课程教学大纲》（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

律委员会干部训练组编写, 1954）、《苏维埃法律上的诉讼证据理论》（A·N·维辛斯基著，

王之相译，人民出版社，1954）、《“苏联法院和检察署组织”课程提纲》（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1955）、《“苏联检察长的监督”课程提纲》（列别金斯基、塔杰沃祥编，薛秉忠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6）、《苏维埃民事诉讼》（克列曼著，王之相、王增润译，

法律出版社，1957）、《苏维埃刑事诉讼实习教材》（施夫曼著，薛秉忠等译，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1957）、《诉权》（顾尔维奇著，康宝田、沈其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
等等。据统计，当时译成中文的苏联司法制度方面的教材、专著不下 150 余种，其中约有三

分之一以上，被作为当时中国各政法院校的法律教材和教学参考书。(何勤华, 2002)苏联的

法学理论，对建构中国司法制度的法学理论和研究方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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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法学著作的译介，在土地法、婚姻法、经济法等部门立法方面，苏联法学都有

大规模的翻译和引进。在整个中国的政治与法律建设方面，中国接受了从苏联传入的马克思

列宁主义法学观的支配。即使在对待西方资产阶级法学的态度上，也都是以苏联专家的观点

为立足点。苏联法制被运用到中国法制建设的理论及实践的各个方面。同时, 苏联法中重实

体、轻程序的倾向也被中国法学界接受。可以说新中国法制是在完全引进苏联法律和法学理

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从那时起, 就开始了苏联法学对中国法学几十年的“统治”, 直至

80 年代中期。 

五、余论 
从 20 世纪初期到 50 年代，无论在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时期，或者是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法学的译介在中国法制的建设过程中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从某种角度说，翻译这项实践活动是因人类

思想与文化交流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一开始便有明确的目的性，是为了满足某种意愿或需要

而存在。”（张柏然等，2002：220） 
20 世纪初期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华民族先进分子的任务是领导人民推

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 并在胜利后建设工业化的强大国家。这个历史的要求决

定了作为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国共两党的共同使命: 民主主义革命和

工业化建设。列宁及他领导的苏联对中国革命表现出高度的同情和支持。因此, 国共两党都

不约而同地成了列宁的学生, “走俄国人的路”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的共同的结论。新中国

成立之初, 西方国家在外交、经济等各方面实行孤立中国的政策, 我们无法获得必要的国际

援助和经济建设的经验, 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承认我们, 而且取得了举世公认的

巨大成就，倾向于苏联自是势所必然，苏联法学在中国的译介是合目的性的一种表现。 
通过对苏联法学在中国译介梳理的过程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如下特点, 第一，苏联法学

在中国的译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与苏联的在政治上紧密关系，而领导人对苏联的看法往

往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孙中山 “师法苏联”的决心和毛泽东的“一边倒”的政策都曾

极大地促进了苏联法学在中国的译介。第二, 苏联法学在中国的译介和中国当时社会文化环

境密不可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先进分子受“十月革命”的影响，

产生了向苏联学习的愿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时期，人民民主政权在法制建设中

需要学习苏联的做法和经验，苏联的法律在人民民主政权的法制建设中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

用。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中国法制建设的理论及实践的各个方面都需要苏联法学的指导和

运用。苏联法制的强调集中性、强调阶级意志而不重视个人权利; 强调用行政法制手段管理

经济生活、不重视民法的作用等等诸多特性, 恰恰符合了中国人当时发展计划经济的需要。

（孙光妍等，2003）第三, 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 中国对苏联法学的译介并不全面和彻

底。苏联虽然有过封建帝国的历史, 但时间比中国短得多。同时, 它曾建成过资本主义国家, 
曾实行过资本主义的民主。加上它离西欧比较近, 受西方资产阶级法观念与法制度的影响也

相对比较深。中国有着 2000 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资产阶级革命并不彻底，在法律传统

上与西方相差甚远。这些都决定了中国人在译介苏联法学时会有所取舍。例如，我国“五四

宪法” 虽然基本仿照了苏联 1936 年的宪法结构, 有的条文的行文措辞也与苏联宪法相差无

几，但没有两院制和联邦制的内容。新中国建立后, 尽管在司法制度方面, 关于法院的设置

和上下级法院的关系、人民陪审员制度、审判的组织、刑事审判原则、审判程序也都仿照苏

联，但有关苏联的律师制度却无从体现。中国常常用阶级斗争理论来诠释苏联法, 对此适合

的、有用的, 就移植, 不适合、无用的, 就拒绝，“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实用主义的观点，因

此引进的过程实际上仍然是相对片面的，甚至是功利的。” （何勤华等，2010：231）这些

特点，决定了苏联法学在中国的译介必然带有历史的烙印，苏联法学在中国的影响也必然具

有一定的局限性。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迁，中外法学的交流必然会翻开新的一页。 
 
注：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法律翻译发展史研究”

（11YJA740014）阶段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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